1949年以来上海苏北人歧视的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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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代以来，由于各种原因流入上海的苏北人数量众多，其中绝大多数人主要从事下等职业，这导致了对苏北人的普遍歧视。这种现象在近代以后的上海长期存在，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苏北人所受歧视的程度有区别，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移民城市内各群体之间的不断交流与融合，曾经有过的歧视与偏见逐渐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从内部消解。这体现了时代进步的同时，也反映了上海城市社会关系不断缓和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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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开埠以后发展为中国最大的移民城市，据解放后的人口统计，当时上海外来人口竟然占据了85%，其中苏北人成为较大的移民群体，约占上海总人口的13.7%，1990年代上升到17.3%。
尽管作为城市人口最为庞大的群体之一，上海苏北人的地位却并不高，居住条件、职业层次、风俗习惯、穿着方言等遭到了自认为城市主人的苏南和浙江一带吴语系移民的歧视。这一现象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其中最重要的相关研究是美国学者韩起澜的著作《人为的部族：上海苏北人，1850-1980》（以下简称《上海苏北人》）
。该书从上海苏北人的生活、工作、习惯以及本地人、江南人、外国人如何看待他们着手，逐渐深入到上海苏北人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遭人歧视的现象，同时也分析了上海苏北人这一群体逐渐形成一个部族的原因和过程。本文在此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1949年后上海苏北人歧视的消解。
上海苏北人遭受歧视及其最终消解，大致分为三个阶段：歧视形成与普遍存在、有限歧视阶段以及歧视消解阶段，分别对应于解放前、解放后到改革开放以及改革开放后30年三个时间段。

一

第一阶段是对苏北人歧视形成时期。上海开埠以后，由于大量的外来人口涌入上海，逐渐在各自移民群体的基础上形成数量众多的同乡会、互助会等群众性团体。中国人历来都有同乡情结，重视以地缘为纽带的同乡网络，初识之人往往因为同乡关系而陡增信任和友谊，同时，这也容易带来与异乡人的隔阂，这在上海的移民群体中也同样难以避免。不过，在近代以前，尽管有全国性战乱导致大批北方人南下，以及因战争致使人口骤减从而导致朝廷采取人口迁徙政策等情况，但总的来说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并不是时有发生，而且流向相对单一，其中所发生的地域性歧视并不具有普遍性、延续性和严重性。而在近代上海，人口流动的规模、流向和持续时间都与此前有明显的不同。一是人口流动的规模 ，仅从上海城市人口的85％为外来人口就可以看出，对于一个城市来说，绝大多数的外来人口不但彻底改变了城市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的比例，也使得城市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上海由此成为最大的移民城市。二是人口流向的变化显得更为明显，此前古代中国发生的人口迁移一般来说仅仅是由某个区域流向另一区域，而发生在上海的移民浪潮，则是从四面八方的不同区域流向同一个城市。三是人口流动持续的时间跨度也非常大，可以说贯穿了整个近代上海一百年。在人口流动的规模、流向和长时间的跨度等因素的影响下，上海逐渐形成了包括江南（或苏南）与江北（或苏北）两大群体在内的众多基于同乡（地缘）网络的移民群体。除了地缘不同之外，这两大群体在城市生活中的境遇有着天壤之别，吴语系江南人大多从事体面的工作，而苏北藉移民从事的职业却相对底层，加之逃难而来、居无定所、居住条件之差有目共睹，生活境遇上的种种差别遂导致了地域歧视现象的发生。

韩起澜在《上海苏北人》第四章《工作中的部族问题：苏北人在上海劳动力市场》开头即指出：“苏北人的工作和其他经历决定了其在上海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他们可以从事的工作影响了他们在什么地方居住、生活条件以及他们与其他移民社群的关系。他们的职业模式在苏北人作为社会底层的大众概念的形成中的作用非常重要。反之，关于苏北人的大众观念在苏北人寻找工作机会时是很重要的因素。苏北人这个群类不但用以描述上海工人阶层的最底层而且还提供了苏北人成分的解释。换句话说，上海劳动力市场与上海苏北人部族地位互为影响”。

事实也的确如此，就职业而言，上海苏北人所从事的工作基本上是收入低的脏活累活，例如旧上海时期的人力车行业中绝大多数是苏北人。上海社会局曾经对上海的人力车夫进行过调查，在《上海市人力车夫生活状况调查报告书》中深入分析了304名人力车夫的籍贯状况，其中苏北盐城124人、东台91人、阜宁46人、泰县14人、江都4人、高邮3人、宝应2人、江浦2人、宿迁1人、通州1人、泗阳1人、淮安1人、海州1人，共计291人。剩余13人分别为宜兴2人、上海1人、掖县3人、临邑2人、济南1人、湖北1人，籍贯不详者3人。
据此，苏北人占总数的95.7%，而苏南人人从事这项工作的人数尚不到1%，其他地区为3.3%，很显然这个比例放大到全市来说基本也不会有太大差异。同样根据当时的一些数据反映在江南其他地区，人力车行业从业人员地缘构成的情形与上海也大致相似。由此可以看到，在人力车这个行业苏北人占了绝大多数，尽管从事这种体力劳动强度高、收入底的职业并非苏北人意愿，但是却的确是造成了人力车行业为苏北人所“垄断”的情形，当然这种“垄断”仅仅是一种被动或被迫的行为，同时这也会造成两种情况的产生，一是这个行业更容易接受苏北人，或者说苏北人更容易进入这个行业；二是苏南人对这个行业因此产生轻视而不愿意加入。
二

第二阶段，即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是对苏北人有限歧视阶段。之所以将对上海苏北人的歧视归纳为有限歧视，有如下原因：

一则歧视并没有因为新中国的成立而消失，在近代上海社会长期存在的歧视苏北人的观念并没有在短时期内消解。上海解放以后，政权转入以工农为主组成的共产党人手中，由陈毅领导的军管会和上海市政府随即开展了平稳的交接工作。在平静的解放之后，城市并没有发生一些人预想的动荡，秩序一切照旧，甚至连国民党政权下的警察队伍也得以继续留用。毫无疑问，在社会秩序井然有序的情况下，各职业层次同样不会发生根本变化，苏北人集中的行业无论在何种政权领导之下在短时间内都不可或缺，各行各业人等依旧照常工作。

现实社会中，经济基础往往决定个人或群体在社会中的地位，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解放之后的上海社会。尽管1949年之后的上海劳动力市场自主地发生了改变，但从表面上看，它的界限划分却仍然可以找到非常明显的地域特征，苏北人仍旧主要集中在非技术行业中。例如，一份1958年三轮车夫的调查显示了其中77％的三轮车夫是苏北人。一份1980年代初的调查指出澡堂服务工人和理发工人中的绝大多数是苏北人。苏北人和理发行业的关系非常密切以至于这个行业的行话仍然是苏北话，即使是在不是苏北人的理发工人中也是如此。35即使是只有很少苏北人的地区的城市环卫部门中的大部分工人也仍然是苏北人。36对苏北家庭几代成员的工作的调查显示了他们中只有少数人往高的职业层次流动。而据另一调查所示，三分之二以上的年轻一代苏北人在非技术行业工作。37另外，一份1984年上海一所位于苏北人集中地区学校的初中学生毕业后工作分配情况显示了与1949年之前模式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多数人加入了失业青年的队伍中，而那些并不抱太大希望的运气比较好的人也只能被分配到工厂或者建筑工地当工人，或者是到城市环卫部门作为街道清洁工、垃圾搬运工和厕所清洁工人。38
既然这个城市的绝大多数人所能从事的职业依然与解放前无异，加之经济条件、居住环境并无实质性变化，存在于上海江南人与苏北人之间的职业层次、经济收入和生活条件的分野继续长期存在，那么上海苏北人被歧视也就无疑有了继续存在的理由和环境。在新中国以后出生的一代人对于当年上海江南人与苏北人之间的差别、对立以及存在的歧视大多记忆深刻，有人在博客中这样回忆：

确实，小时候父母一般都会告诫我们，不能与他们交往。1964年我上初一，班级里的同学明显分为两个群体——棚户区的与非棚户区的。住在华山路、泰安路、新华路的同学大部分是高级职员或资本家家庭出身，条件好的，初二就骑英国“兰苓”三飞自行车上学，身上的衣服，都是父亲的条纹西装改的，或者干脆就是解放前美军夹克，个别同学甚至戴手表，玩柯达照相机。而左家宅、牛桥浜、西新街、汪家弄的同学，父母收入低，子女多，往往需要申请“人民助学金”和学杂费减免，衣服也是打满补丁，口音带着明显的苏北腔，在班里颇受歧视。班里“好人家”出身的同学，背后叫他们“辣你妈妈”（这是一句苏北方言骂人话），但绝对不敢当面称呼，会引起苏北籍同学的公愤而遭群殴的，后来干脆称他们“法国人”，这也是带有明显歧视的称呼，但不知出何典故？当时文革尚未开始，班主任是个苏北籍老太婆，可能是南下干部，精瘦，极凶，绰号“谢喇叭”。上课都敢抽烟，手指蜡黄；经常不断用非常恶毒的苏北普通话责骂调皮学生尤其是“好出身”家庭的学生，动不动就说：“少教所的大门是敞开的，我一张条子就可以让某些人进去。”同学许君，无锡人，爷爷是资本家，住在新华路“外国弄堂”（现在已成长宁区的旅游景点）的洋房里。同学张君，杭州人，住在新华路红庄（解放前中国银行高级职员公寓）。我们三个情同手足形影相随，在班上是捣蛋鬼，尤其讨厌谢喇叭上课骂人。

二则能够继续留在上海的苏北人大多获得了上海户口，成为城市真正意义上的主人，同时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同样使得他们至少在政治上成为了所在企业的主人。韩起澜在《上海苏北人》第七章《无形的不平等：1949年以后的上海苏北人》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夺取政权以后，它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分解和消除中国社会存在的巨大的不平等现象。1950年代至1960年代期间，中国发起了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其目的之一旨在减少阶级差别和汉族对其他少数民族诸如苗族和壮族等同胞的歧视行为。与此同时，以籍贯身份为基础的组织也被消除了：同乡会组织被取缔，自从1958年开始从农村地区移民城市（如上海）的行为遭到了禁止。共产党认为苏北人是部族歧视的受害者和被剥夺公民权的工人阶级的缩影，而且希望苏北人问题能够得到彻底解决。”
上海解放以后，人口在短时间内大幅增加，由1949年的500万上升至1952年的620万，在增加的人口中2/3是农村人。
到1957年间各地移民涌入上海的数量达到400余万，其中1951年就有100多万人进入上海。此外出生率也升高，1951年到1958年期间，共有219万婴儿降生。
也就是说，在1958年中国开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制度之前，400余万外来人口及出生在上海的219万子女都顺利取得了上海户口。从户口的意义上不难理解，这些拥有了城市户口的人，不管是上海江南人或者上海苏北人，都毫无疑问的客观的成为了城市真正的主人。而在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的过程中，各行各业的工人在公私合营、私营业主及资本家被剥夺了领导权之后也顺利成章地成为了工厂企业的主人。于是，既然工农翻身做了城市和企业的主人、职业不分贵贱，那么在此种意义上以籍贯不同和职业高低而造成的歧视也理应失去继续存在的基础。

另外，新中国以后的严格的计划体制之内，上海城市户口成为被赋予了具有很高“含金量”的优质资源，拥有这样户口的人产生了特殊的优越感，新的“上海人”成为一种身份的标志，而与此前“上海人”作为一种地域概念与移民群体概念的结合具有了很大的差别。由此，还产生了对上海农业户口居民的新的歧视，以至于这些所谓的“乡下人”没有产生对上海的认同，最为明显的例证莫过于他们到市区会说成是“到上海去”。城市户口与农业户口人为地在社会地位方面划分了明显的分界，无论是心理上，还在实际生活中，人们都深切地认可这种差别。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现象，上海江南人瞧不起上海苏北人，上海城市人又瞧不起乡下人，而显然拥有城市户口的上海苏北人也是瞧不起乡下人的。

三则解放上海的新四军中大量的苏北藉军官到地方成为各级领导干部，使得苏北人的职业分层有了本质改变。早在上海还没有解放之前，接管的准备工作实际已经启动，仅在1949年2月将来从事财经工作的人员即由中共华东局和解放军三野抽调了近两千名干部组成接管上海财经系统的“青州总队”，其中就有为数众多的来自苏北的干部。解放之后，上海市政机构纳入新的中央政府领导之下，派驻上海市政府各单位的干部也大多来自同为陈毅和粟裕部下的三野山东沂蒙山革命根据地或苏北革命根据地。
文革后期上海市的几位市委书记、市长以及大量的政府要害机关的领导都是苏北人。于是，1949年以后的几十年，上海的苏北人群体不但在工业行业中占有相当重要的部分，而且政治精英中也有相当多的成员属于这个群体。这样一种在上海各级政权机构从事领导岗位的状况，无疑对苏北人群体总体职业层次的改善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所以在1950年代，上海女学生中间曾经流行过嫁“南下干部”的风气，而所谓的“南下干部”其中很大部分便是苏北人，这种情况与此前对苏北人的歧视有着天渊之别。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写的是进驻大上海的解放军，剧中人物鲁连长、陈喜、赵大大，都来自沂蒙山区（在很多江南人的概念中山东人和江北人是一回事），这批南下干部是代表共产党和中央政府来接收、管治这个“资产阶级大染缸”的。这批人被派到各条战线、各个单位，建立军管会、担任军代表，之后又作为党委书记或支部书记，继续掌管大权。所以，这些尽管是所谓的江北人，但是既然来到上海接管政权，那么谁也不敢轻视。

四则共产党领导下新中国的前30年，特别是在“文革”期间，讲求根红苗正，贫下中农因为良好的家庭出身显然更容易避免受到冲击或获得好的工作机会和读书机遇，从这个方面来说，它明显对于解放前因贫穷的生活境遇而遭受歧视的微妙心态有着很好的矫正作用。

当然，按照韩起澜的观点，从另外的层面来看，文化大革命也使人们对苏北人的歧视态度进一步加重。裴宜理在有关上海工运的研究中也认为“保守”的红卫兵中来自江南的技术工人占多数，而“激进”的革命造反派的头目都来自苏北。
甚至，在韩起澜的著作中，他所进行了一些具有针对性的采访认为文化大革命期间上海的派系与籍贯有相当的联系，许多人相信最极端的派别由苏北人组成，如码头工人激进分子。
在韩起澜看来，这种情况与1930年代抗战期间发生的情况一样，人们相信苏北人与日本人的合作激起了公众对苏北人的蔑视，苏北人在“文革”期间是最极端分子的普遍的看法某种程度尽管是一种先入为主，但毕竟不是空穴来风。例如，“四人帮”之一的王洪文，尽管其籍贯是东北，但是人们在提到他时往往更加突出他在第十七棉织厂工作的经历，而这种职业基本上是上海苏北人集中的类型，另外他的妻子是苏北人更加深了这种印象。

尽管学者们有这样一些看法，即一些苏北人在“文革”之中的表现导致偏见的加强，但是事实上情况也许有所不同，早先以籍贯出身以及从事职业的层次人为造成了歧视的身份界定，实质上也就是出身贫贱与富贵以及职业的“高尚”与“低下”，在文革中不但被大为淡化，而且走向了相反的方向，甚至可以说是另一个极端。在那段时间，个人家庭出身作为一种必要的无可回避的政治身份考量已经影响到了每个人的生活和工作，成为了一种个人与生俱来的天然印记。例如，在“文革”时期人们在婚姻恋爱方面要考虑的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家庭出身问题，当时所强调的家庭出身与经济条件基本没有什么关系，而只是某种政治出身。其中的家庭出身最高分是指纯正的无产者雇农和工人，最低分是地主和资本家，前者在婚配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后者往往很难找到合适的对象。特别在“文革”初期，唯成分论、血统论盛行，“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没资格参加群众革命组织，更不用说婚姻大事了。可见，当时从上到下，普遍认为，家庭出身不好，本身就是与生俱来的“原罪”。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以往上海苏北人因为贫苦家庭出身以及职业层次低下等因素而遭到歧视的基础，理所当然地失去了市场。与之对应的，却是那些出身家庭条件好的，比如资本家、富商之类的子女往往更容易遭到来自组织以及社会上出身好的群众的偏见与歧视。

五则持续多年的知青上山下乡等运动为包括上海苏北人在内的上海人的身份认同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1960年代初，由于严格限制外来人口落户，并鼓励和实行上海专业技术人员支援各地建设以及支边支农政策，上海出现了开埠以来少有的人口迁出大于迁入的情况，仅在在“文革”期间，知青和支援三线建设的迁出人口多达200多万，此种情况下一度导致了全国各地都能够看到上海人的身影。自小生活在大都市的上海知青一旦来到老少边穷地区，比如东北、新疆、江西、云南、贵州等地区，生活条件的艰难所造成强烈的对比，冷却了此前的热情与激情，引发了越来越浓郁的思乡之情。
加之来到各地的上海知青，尽管是响应国家的号召而来，为当地注入了新鲜的思想和血液，但是却实实在在地成为了外乡人，同乡情结因时因地日益凸显并强化。而这种情结在他们生活在上海的时候却并不明显，甚至有时还会因人为地划分出不同的群体而淡化，显露出来的往往是籍贯身份的认同，比如上海苏北人、上海扬州人、上海宁波人、上海苏州人等等。但是在知青的年代，在上海知青扎堆的地方，特别又处于生活困苦的落后地区，相扶相持成为了上海知青之间交往的主线，所谓的基于籍贯的地域身份观念发生弱化，同时基于同乡情结的上海身份认同得到了加强，至少在当地人看来这些上海知青就是来自上海的上海人。

生活在异乡的各地知青，在他们中间发生冲突时，往往会使得同乡情结得到明显的加固，特别是当上海的知青遭到欺负或者受到伤害，上海人作为一个整体的概念会得到很好的加强。一些发生在知青中的事件在他们来往的信件中有所提及，例如陆融先生即在家信中提到：

……5月23日来的那一批四川知识青年。人都非常矮小，但是打架却是出名的，口上咬着刀。有一次，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抢我们营里的一个老上海探亲时带来的东西90多公斤，把人也打伤了。上海人和四川人结成冤家，也是由于这件事造成的。

陆融自1970年5月插队云南至1979年1月返回上海，期间共向家中写信223封，这些书信保存完好、齐全，真实记录了他当年在云南西双版纳的生活、劳动、学习以及恋爱等情况，近10年知青岁月的心路历程透过家信清晰展现。纵览223封家书，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上海知青作为上海人这样一个群体早已存在，而从无提及某个知青的籍贯或地域身份，而是统一称为上海知青、老上海、上海新工人、新上海等。很明显，也就是说在插队知青中，已经淡化了籍贯，本文所探讨的地域歧视在他们中几乎难觅踪迹。

所以，在本文所探讨的第二个阶段，对于上海苏北人的歧视与被歧视，在多个方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尽管歧视现象远未消除，但是歧视之所以存在的基础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为接下来改革开放时期由于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生活条件的明显改善和移民城市内部的不断融合而导致歧视消解的结果埋下了很好的伏笔，甚或做了充分的准备。

三

改革开放之后是对上海苏北人歧视逐步走向消解时期。在这30年当中，此前存在的有限的歧视进一步得到消融，随着年轻一代不断地繁衍生活，当年“针锋相对”的两个群体——上海江南（或苏南）人与江北（或苏北）人——逐渐走向了融合，随着彼此间的不断通婚、生活习俗日益同化（当然是相互影响之下）、新的上海人的身份认同重新形成等因素，几乎彻底消解了苏北人地域歧视存在的种种因素。

改革开放以后，上海得以摆脱计划经济体制束缚，重回国际化大都市的发展道路与模式，在短短的30年时间基本重新找回了当年远东第一大都市所拥有的实力与自信，市容市貌“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苏北人聚居的棚户简屋大量拆迁，昔日住在这里的居民陆续迁居新家，除了拆迁难度较大的地区之外，困扰上海百余年的棚户区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人们已很难寻觅当年苏北人聚集的棚户区的痕迹。房屋拆迁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苏北人聚居的情况，代之以相对散居，在此过程之中，搬离了所谓“下只角”棚户区的上海苏北人，较之前更能够进一步融入到上海社会之中，无论是生活形态或是心理状态都牢牢地印贴了上海的标记。
正如前文所引用博客上的一段总结所说的：

上海苏北人歧视和棚户区歧视，延续了100多年，但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在上海大规模城市建设、旧区改造中，随着一片片棚户区的消失，从90年代开始，快速地消亡了。原因很简单。

首先，按照族群分布的聚居模式被彻底打破，上海再也没有按照籍贯划分住居区了——例如著名的苏北人集聚的棚户区“三湾一弄”，现在变成了高楼林立的“中远两湾城”， 居民来自全市各区，籍贯也五花八门，已经不可能形成原来的族群了；

第二，方言在上海，是非常明显的籍贯识别标志，早年苏北移民的第四第五代，早已一口流利的上海话或普通话，生活方式和言谈举止彻底上海化，除非自己申明籍贯，否则根本无法分清谁是或谁不是苏北人，族群已经逐步融合；

第三，改革开放为所有人提供了重新洗牌的机会，一些从前的“好人家”后代，当年很风光，现在许多已经衰落，族群歧视的底气没有了；

第四，90年代以后，上海市政府采取了“双向开放政策”，即既对世界开放，也对全国开放，18年来，上海增加了数百万新移民，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具有较高学历和经济实力，彻底打破了原有的族群格局，新移民没有籍贯和地域歧视，为上海带来新的活力和动力。而老上海的后代——上海年轻人，没有传承当年老上海人对棚户区、苏北人的歧视，这其实是上海的社会进步。

此外，近年来苏北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和交通等状况发生了根本性改善，区位优势更加凸现，以南通、扬州等地为代表的苏北城市取得了举国瞩目的新的发展，逐渐摆脱了昔日贫穷落后的印象，几乎从根源上使得苏北地区与贫穷落后全面脱钩。特别是越来越多的选择来到上海发展的苏北人，再也不像当年逃难逃荒不得已而流入上海的先辈那样只能从事低端的职业，而是很大部分投身商业或者拥有一定的学历和技能获得体面的工作，如上海随处可见的苏北的建筑集团。这种与此前的苏北及苏北人截然不同的印象，从客观上对于改革开放之后歧视上海苏北人现象的消解同样起到了相当积极的支持作用。

四
近代以来，上海苏北人之所以受到歧视，重要原因之一即是苏北人来到上海之后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普遍性弱势群体。歧视现象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原因，特别是苏北人来到了江南人以主人自居的上海以后，吴语区与苏北地区的文化经济差异最终导致了歧视现象的产生以及歧视与被歧视的界限分野。而跳出上海来看这种地域歧视的现象，我们会发现它同样发生在上海周边的吴语区城市，特别如苏州、无锡、常州等地。这种现象一些学者也多有涉及，如马俊亚的论文《近代江南都市中的苏北人：地缘矛盾与社会分层》，从地缘关系的角度论述工人的职业分层，并以此佐证苏北人遭受来自发达地区（江南）地位较高的社会阶层的歧视和偏见的原因。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歧视苏北人的现象在上海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消解。一方面歧视的对象发生了变化，上海苏北人经过多年扎根，几乎彻底地脱离了此前群体的种种特征，以新的主人姿态融入到社会生活中，完成了上海身份的确认而为这座城市真正接纳。另一方面歧视的主体也发生了变化，当年歧视苏北人的阵营——上海江南人——同样经历了几代繁衍，在新的时代，随着上海经济社会的深入发展，相对而言他们的后代也逐渐地失去了此前与苏北人相比所拥有的各种优越条件，歧视的基础逐步消失。可以说，尽管在今天的上海偶尔的歧视苏北人的现象也有所发生，但的确已经明显地失去了继续存在的市场，甚至会遭到很多人的不解、谴责甚至鄙视。然而有意思的是，这种针对苏北人的歧视现象却在上海之外的其他江南城市得到了“很好的”延续，甚至在有些城市还有所加强，同时发人深思的是同样遭受歧视的还增加了安徽人这一群体。

毫无疑问，这种歧视现象在上海周边的吴语地区得以延续以及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加强，有着一些深层次的社会原因。重要原因之一，这些城市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移民城市，尽管确实有为数众多的外来务工人员，但是至少现在还不足以成为移民城市。事实上，在近代史的过程中也有大量的苏北人流入苏锡常三地，尽管他们在那里的生活境遇与在上海的苏北人并无二致，但是相对于租界城市与移民城市为一体的上海来说，其吸引力和包容性相差甚远，以致流动性更加明显，而缺乏长期性和稳定性。换言之，苏北人似乎更愿意在上海长期生活乃至扎根。在改革开放之后，由于本身即具有较为优厚的经济基础，三地城市化的发展较为顺利，继续延续了中国最为发达和富裕地区的特质，特别是民营企业和乡镇企业近20年来有了长足的发展，大批工业企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本地人难以满足此种需要（当然大部分本地人也不愿意从事此类行业），于是数量庞大的外来务工人员被适时吸引到当地。这些外来务工人员在当地的职业情况，的确与此前近代上海苏北人所从事职业的层次有着很大的相似性，而且确实存在的贫富差距，加之统计数字、新闻媒体以及当地人口传信息的反映——苏北人和安徽人在当地的刑事犯罪率远高于本地人——偏见和歧视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延续，一定程度上确实有其必然性。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除了造成人口流动的原因有明显不同之外的非常相似的现象，就是今天一些吴语城市对于苏北人以及安徽人的歧视现象与当年上海苏北人所遭受的歧视有很多的共同点。而在其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苏锡常地区的外来人员数量已经非常庞大，在有些街镇甚至出现了因为乡镇企业雇佣了大批外来人员而造成了外地人与本地人数量旗鼓相当甚至大大超过的现象。从此前的发展来看，可以说到这些城市打工，在近10年似乎成为了一种常态，而变得非常稳固，随着越来越多的各行各业的外来务工人员在当地长久生活乃至扎根当地（在户口相比此前变得并不重要以及申请难度降低的情况下），一些移民城市的特质开始显现（尽管人口流入的来源远不及上海），可以想见，在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随着他们及其后代的不断本地化以及与当地人的不断融合，此种偏见与歧视自然也亦如上海苏北人所遭受的那样会逐渐走向消融。

再回到上海，在新的历史时期，在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浦东开发开放以后，上海彻底摆脱了此前一度沉寂的状态，迅速而有力地重新夺回中国最大商业城市和国际化大都市地位，再度引发了新的移民浪潮，吸引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精英，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进入到了这座重新焕发生机的城市，他们（有些成为新上海人）在实现自我发展的同时，同样也为上海城市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与活力。但是与此同时，一种新的歧视——针对“外地人”的歧视——在此过程中逐渐有所衍生，却不能不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与反思。
而颇令人费解的却是这种歧视似乎通常发生在普通市民阶层当中，就是说主要发生在文化层次并不高的人群当中，而这种现象在文化层次较高的人群中反而很少听说。此外，在一些网络论坛上总会经常出现一些火药味实足的所谓的“地域帖”
，有些人的言辞过激已经到达了水火难容的地步，他们甚至认为正是越来越多的外地人涌入才导致了上海拥挤的交通、过高人口密度以及工作岗位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人为地制造或散布外地人与上海人的对立情绪。而在今年以来红遍上海滩的周立波海派清口专长《笑侃三十年》当中，同样也有上海人与外地人之间差异的带有讽刺的调侃——尽管仅仅是一种调侃——但是却得到很多人的高度认同。

不过无论怎样，针对苏北人的歧视在上海在新的世纪里面得到了消解，这的确反映了移民城市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但是对于在改革开放之后，摆脱了计划经济时代桎梏而重新体现移民城市风范的上海来说，新一轮的移民浪潮正如开埠之后的时代一样方兴未艾，那么对于早已成为城市主人的上海人以及由异乡移民上海发展的外地人来说，特别是对于其中抱有强烈地域观念的人来说，无论是出于城市或者个人发展的角度来看，显得尤为重要的是双方必须拥有积极的心态正视双方的关系，求同存异，和谐共处，共同促进现代化移民城市的发展，为上海建设社会主义国际化大都市以及构建和谐都市做出更为积极的贡献。

                                                                                                              （责任编辑：于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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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0年插队云南西双版纳的上海知青陆融1971年10月22日写给家里的信中有着知青对家乡强烈的思念之情的描写，信中写到：“现在看下来，知识青年中想早回家探亲的很多，特别是看到和我们一批来的同学中有人回家，就更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就拿这次张建萍和黄年秀临别这里的时候，许多人都掉了眼泪，连话都说不出来。到了上海，来信中页提起这些事，大家彼此都非常激动……”。（陆融著、沈志明注释《一个上海知青的223封家书》，第128-129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在1972年7月13日的信中，陆融在探亲返回农场之后又写到：“上海——这个举世闻名的大城市，繁华的市容，宽广的柏油马路，雪亮的霓虹灯等等，对于每一个曾经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无不深深地爱上了她……虽然探亲已超假，可并没有满足我对故乡生活的无穷乐趣，直到火车徐徐开动，我还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情感，那时是多么想再停留几天，哪怕是几个小时也好，其实是在乱想，明明知道不可能，可这个想法还是在我的脑海里像闪电一样，一闪而过。”（《一个上海知青的223封家书》，第167页。）这些家信情感流露真实而动人，他们对家乡上海的思念之情至深至切由此可见。


� 陆融著、沈志明注释《一个上海知青的223封家书》，第105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


�异乡人及其后代能够完全融入当地最重要的标记之一即是方言，随着代际的增加家乡口音逐渐弱化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纯正的当地方言，这无疑为异乡人充分融入当地发挥了最为积极的作用。根据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研究课题组在1987年和1991年进行的口传历史社会调查中对数百名上海移民进行了抽样调查及访谈所得统计数据显示，第二代移民无家乡口音者占总人数的63.6%，第三代为75％（参阅卢汉龙：《上海解放前移民特征研究》，刊于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第142页，1995年第1期），毫无疑问三代以后家乡口音应该几乎消失殆尽了。


�摘自云间山樵blog，《上海的棚户区和一段逐渐消亡的族群歧视历史》，� HYPERLINK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c8b90c0100cbdi.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c8b90c0100cbdi.html�。


� 参阅马俊亚：《近代江南都市中的苏北人：地缘矛盾与社会分层》，《史学月刊》2003年第1期，第95－100页。


� 据了解，此文所指“外地人”在某种情况下专指，在上海打工而不具有上海户口的外乡人，而在上海工作又同时拥有上海户口的则称为“新上海人”，两者泾渭分明，实令人不解。


� “地域贴”，最近似乎成为一种网络新名词，泛指各种论坛上发布的有关地域问题的话题，例如在百度贴吧中的一些以城市或者区域为名而组建的贴吧，那里经常有各种各样的“地域贴”出现，两个城市之间或者多个城市之间网友基于地缘的互相攻讦常有发生，甚至言辞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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